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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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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可有效校正

选择偏差问题的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估计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

应． 结果显示: 改革增加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人均转移支付水平，且下降幅度较大，

致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

级财政状况． 东、中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全国类似，上述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 此外，

还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地级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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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国民

经济发展及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1］，但其发展

日益受到“市管县”体制不断积累、加剧的消极因

素的制约，致使其发展缺乏动力，举步维艰． 为了

消除“市管县”体制的诸多弊端，解决县域经济发

展活力不足的问题，“省直管县”财政体制逐渐开

始试行并推广． 所谓“省直管县”，即指将“省—
市—县”三级财政模式转变为“省—市、省—县”
二级模式，省政府的各类补助资金略过市而直接

分配至各县［2］． 县级政府被赋予更多的经济事务

管理权限，提升了其财政地位，改善了其财政信息

传递渠道［3］，“省直管县”改革就是通过影响政府

行为和政府财政竞争关系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作

用［4］，它改变了公共资源配置方式，是提升县域

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需要．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

升县级财力水平，缓解其财政困境，该项改革已实

施多年，其实际效果到底如何? 能否从根本上增

强县级财政能力? 对此问题，由于研究方法和样

本选择有所差异，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

观点认为，改革能够促进县级财力增长，缓解其财

政困难［5，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不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若单纯依靠

改革，不 但 无 法 缓 解 甚 至 会 加 剧 县 级 财 政

困境［7，8］．

相关文献，有些仅进行理论分析，却无实证依

据［5，9］，有些则从财政困难程度( 县本级财政收入

与财政支出比值) 进行考察［6 － 8］． 但一个地区的

财力既要考虑本级财政收入即自筹财力，也要考

虑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省直管县”改革要求省

级政府加大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转移

支付的力度，而县级财政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度

较高，对于县级财力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而仅考虑本级财政收入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县级财

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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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将县级财政收入定义为本级财

政收入与转移支付之和，其中，转移支付包括税收

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基于县级

面板数据，利用 PSM-DID 方法，分析“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影响效应，探讨

“省直管县”改革能否增加县级政府的本级财政

收入及转移支付? 提升其财力水平? 这些都是本

文想解决的问题．

1 文献综述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是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城

乡一体化进程［1，10］，故现有文献对“省直管县”与

县域财力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予以较多关注，

且存在诸多争议． 从总体概括，大致可划分为促进

论、促退论与中性论三类观点．
促进论认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能够

促进直管县经济增长． 参与改革的县级政府会降

低管理预算份额、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减轻企

业税收负担，从而提高 GDP 增长率，并且财政分

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制度质量，在

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改革效应更为明显［11］． 若将

省直管县和强县扩权两种模式相结合，则改革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将会更大［4］． 此外，省拨付

给县级财政的资金直接绕开市级政府，可避免被

市级截留，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加快资金周转速

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12］，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县级财政困难，调动县级发展积极性［5，9］． 而且，

改革在提高县级财政分权水平的同时，降低了市

级财政分权程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

然而，虽然改革可显著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

率，但其效应呈边际递减趋势，且对不同地区的影

响效应存在差异． 它对县级市、富裕县及规模较大

的县效应明显［6，13］．
促退论与促进论观点相反，认为“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弊大于利． 虽然扁平化政府治理结

构会减少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收入的拖延和征收

时间，但是由于控制范围的扩大使上级政府难以

协调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土地出售，导

致县级政府财政支出及其增长率下降、土地腐败

现象增加，最终使改革对县域经济产生负面效

应［14］． 此外，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这两种分权方

式并没有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及资源配置

效率，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变化趋势

具有不确定性，并因地级市对非直管县的财政挤

压导致省直管县会产生负的外部性［8，15］，不利于

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对其财政状况的改善并

无明显成效［7］． 同时，改革还具有较强的职能扭

曲效应，县级政府更偏向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

支出，忽视社会民生类支出［16］以及包括环境在内

的公共服务的供给［17］．
中性论提出“省直管县”改革利弊并存．“省

直管县”改革改变了县级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能够提高县级政府的收入分配比例，增强

县级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另一方面，却会降低财政

管理水平，影响上级政府对县级财政的监督与约

束［18］． 当县乡财政困境得到缓解时，“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有利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反之，则不利

于经济增长，并且该体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随

着县乡财政困境的加剧而扩大［8］． 另外，“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短

期内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

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19］． 此外，改革能够显著

增加县级政府小学教育支出，但却无法缩小其城

乡教育支出差距［20］．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提

升县级财力水平，缓解其财政困境，而转移支付是

县级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可平衡地区间的财政能力，消除财政外部性，实现

公共服务均等化［21］． 县作为基层政府，承担着与

个人福利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责任［22］，地方

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等，会积极

争取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尤其是在其财力不足

的情况下，会更有动力争取转移支付，以弥补其财

政支出缺口［23］，转移支付作为政府间财力再分配

的重要方式，其对财政收入有限但支出责任较大

的县级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而“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改革允许县( 市) 可直接向省财政申请转移支

付，并由省财政部门直接下达各县 ( 市) ，可消除

市级政府截留、挤占及挪用县( 市) 转移支付资金

的渠道和机会［24］．
以上文献在省直管县方面做了诸多研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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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文献关注的是改革对于县域经济或财政支

出绩效的影响，鲜有研究改革对县级总财政收入

的影响．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剖

析了“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与

以往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有以下两个方面改进．
第一，采用县级面板数据，从县本级财政收入

和转移支付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改革对县级总财力水平的影响效果．
第二，将“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项自然实

验，利用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即对

于某个县市来说，在保持其它各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仅仅假设其从非直管县变为直管县，其财力水

平将如何变化? PSM-DID 方法不仅较好地控制

了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 如处理

组和控制组来自于不同区域) ，很好地解决了可

观测变量的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而且有效分

离了“省直管县”改革的净效应．

2 计量模型

本文研究目的是考察“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改革会对县级财力水平产生何种影响，这就需要

对比直管县在实施该项政策前后财力水平的情

况． 如果能够同时观测到政策实施前后的情况，那

么“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则为两

者之差．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仅能观测到实施政策

或未实施政策某一状态的结果，故需通过构造

“反事实”来识别政策效果． 由于省直管县并非随

机选取，而是根据各县市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发展

潜力等综合因素进行选择，这些因素也会影响财

力规模． 一个直管县的财力规模较大，其直接原因

可能并非是实施了“省直管县”的财政制度，有可

能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反之，

较小的财力规模，也并非一定是进行了财政制度

改革的后果． 下面简单对比分析不同计量模型，以

选取较优模型．
2． 1 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如果省直管县的划定是随机分配的，则可直

接比较直管县和非直管县结果变量之间的平均差

异即财政体制改革的处理效应． 但省直管县试点

并非随机选取，而是由某些异质性特征决定，所以

很难识别结果变量的前后差异是否确实由财政改

革引致，而 Ｒosenbaum 和 Ｒubin［25］和 Caliendo 和

Kopeinig［26］提 出 的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法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可有效解决该问题． 倾向得

分匹配法通过构造“反事实”，即对于某个县市来

说，在保持其它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假设其

从非直管县变为直管县，其财力水平将如何变化?

经此处理后，能够显著减少实证检验中因样本自

选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27］． 具体步骤如下: 在其

他特征变量 X 给定的条件下，首先估算出各县实

施改革的预测概率即倾向得分 P ( X) ，再据此将

直管县( 处理组) 和非直管县( 控制组) 的样本进

行匹配，将综合特征最相近的非直管县作为直管

县的“反事实”结果． 样本进行匹配后应满足条件

独立分布和共同支撑的假设条件，“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的平均处置效应即为匹配两组在共同支撑

域内的结果变量的均值差

ATTPSM = EP( X) D =1{ E［Y( 1) D = 1，P( X) ］－

E［Y( 0) D = 0，P( X) ］} ( 1)

其中 E 为期望算子; D 为虚拟变量，即如果某个县

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则为处理组，D
= 1，否则属于控制组，D = 0; Y( 1) 和 Y( 0) 是处理

组与控制组的结果变量．
2． 2 双重差分法( DID)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的目的是，在控制其他

因素之后，检验直管县和非直管县之间的财力水

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假定 2002 年为事前

组，2007 年为事后组，事前组中的所有个体均为

非直管县，而事后组中，假定直管县为处理组，非

直管县 为 控 制 组，因 而，处 理 组 中 的 个 体 是 从

2002 年的非直管县转变为 2007 年的直管县，而

控制组中的个体在两年中均为非直管县，有

ATTDID =E［Yt1( 1) － Yt0( 1) D = 1］－

E［Yt1( 0) － Yt0( 0) D = 0］ ( 2)

其中 t0和 t1分别为政策实施前、后的时点． 等式右

边两项分别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自身差分，是为

了消除自身的变化趋势，而这两项的再次差分则

可得到政策本身带来的效果，即“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净效应． 双重差分法

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可利用面板数据控制某些不

可观测尤其是随时间不变或随时间同步变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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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
2． 3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虽然能够很好地解决可观

测变量的选择偏差问题，但其在估算倾向得分时，

仅依靠可观测变量，忽略非观测因素对政策实施

的影响，致使所估平均处理效应可能有偏［28］． 而

双重差分法可消除某些不可观测尤其是随时间不

变或随时间同步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从而弥补倾

向得分匹配的不足． Heckman 等［29］提出将倾向得

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结合起来，双重差分法可

利用面板数据有效控制不可观测变量( 尤其是共

同冲击或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因素) 的影

响，同时，将倾向得分匹配这种非参数统计方法与

双重差分结合，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偏差．
本文选取县级面板数据，利用 PSM-DID 方法

控制可观测及非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有效降低选

择偏差，评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财力

水平的平均处置效应

ATTPSM-DID =E［Yt1( 1)－Yt0( 1) D =1，P( Xt0) ］－

E［Yt1( 0) －Yt0( 0) D =0，P( Xt0) ］

( 3)

其中 t0和 t1分别为政策实施前、后的时点; Xt0
是影

响政策实施的特征变量． 为确保这些变量不受政

策实施的影响，故采用事前时点值． 方程右边两项

分别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与自身的差分，可有效消

除自身变化趋势，两项的再次差分则为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得净效应．
本文的实证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进行

倾向得分匹配，计算出各观测值的倾向得分; 其

次，根据倾向得分为处理组的各样本寻找匹配样

本，并为每个样本赋予权重; 最后，利用双重差分

计算每个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差距，再将这些差距

加权平均即可得到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总体

差距．

3 实证分析

3． 1 样本数据

样本选择范围主要参照贾俊雪和宁静［16］的

做法，第一，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因而

剔除该省全部样本; 第二，在财政自主权及经济结

构方面，市辖区和县、县级市均存在明显差别，因

而仅考虑县及县级市的样本数据; 第三，浙江省及

宁夏自治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开始推行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

市，海南省全部县，河南的济源市，湖北的天门市、
仙桃市与潜江市，新疆的石河子市由省直接管辖，

实施的也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但由于这些县、市
实行该体制的时间较长，与自 2004 年开始大范围

实施该项改革的县缺少可比性，因而将其剔除; 第

四，河南、青海、陕西、江西、甘肃及山西 6 省采取

渐进式改革方式，可能会产生改革错觉———省政

府为了确保改革能够顺利实施而对试点县进行政

策倾斜，给予其特殊照顾，或者市级政府为了避免

自身利益受损，可能会加大对其所辖区内非试点

县的利益攫取，这些均会对改革效果产生影响，因

而将这些省份的样本数据也进行剔除． 综上，将安

徽、湖北、吉林与江苏这四个进行一次性全面改革的

省份作为基准分析，剔除缺失数据样本，将 191 个直

管县作为处理组，1 101 个非直管县作为控制组．
由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大范围进行是

从 2004 年的安徽省开始，为了减少政策预期效应

引起的估算偏差，故将 2002 年作为事前时点． 另

将江苏省实施改革的年份 2007 年作为事后时点，

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县市卷) 》及中国经济数

据库．
3． 2 变量选取

3． 2． 1 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主要由地方本级财政收

入及来自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构成，本文主要

考察“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力水平的影

响，所以，分别将人均财政总收入、人均本级财政

收入、人均转移支付作为独立结果变量，首先从总

量角度分析改革会对县级政府财政总收入产生何

种效应，然后再从分量角度探寻改革影响县级财

政总收入的影响机制．
3． 2． 2 解释变量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作为

关键解释变量，即政策变化虚拟变量和处理组虚

拟变量交叉项．
PSM-DID 方法能否有效控制选择偏差的关

键在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匹配质量，而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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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决于倾向得分估算模型的设定是否合理，因

而在选取倾向得分估算模型的解释变量时，为了

保证条件独立假设得到满足，应尽可能多的将相

关变量都纳入到概率预测模型中，从而提高处理

组和控制组的匹配质量，从而控制处理组和控制

组之间的差异趋势．
根据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改革应优先选取财政负担沉重、贫困县、农业

生产大县等作为试点，各省则根据自身发展特点，

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特征等因素选择改

革试点． 根据各省政府法令，系统梳理各省的改革

试点标准，发现有些省份没有明确提出试点选择

的标准，有些将贫困县作为改革试点 ( 陕西省) ，

而其他省份在选取改革试点时时，综合考虑了各

类发展因素［11］． 比如，综合经济实力( 河南、河北、
云南等省) 、财政状况( 河南、山西等省) 、产业基

础( 河南等省) 、城镇化水平( 河南、河北、四川等

省) 、农业发展( 河北、陕西、四川、贵州等省) 等各

方面指标［14］． 因而本文尽量选取与这些指标相关

的解释变量． 具体地，分别使用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人均财政总支出衡

量财政支出情况，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反映经济发展及产

业结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城镇化水

平，城乡人均年末储蓄余额表示地区金融状况，人

均粮食产量反映地区农业发展情况［13，18］．

由表 1 的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均值对比可

知，各结果变量在财政体制改革前后两个时点明

显不同，三个结果变量均发生较大变动． 不过，由

于可能存在选择偏差，很难简单判断是“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导致了这些差异，还是这些差

异决定了改革，或者说其中有多少差异是由改革

所致．
3． 3 “省直管县”对县级财力的政策效应评估

为了降低可观测变量的选择偏误、消除某些

不可观测尤其是随时间不变或随时间同步变化的

因素影响，本文利用 PSM-DID 方法估计“省直管

县”财政制度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
首先利用 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并据此将处理

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然后检验该匹配结果是否

具有平衡性和共同支撑性，最后根据匹配后样本

计算平均处理效应．
3． 3． 1 倾向得分匹配

匹配估计量的基本思路是，寻找控制组的某

个体 j，使其与处理组的个体 i 的可测变量的取值

尽可能匹配，基于独立分布假设，i、j 进入处理组

的概率相近，具有可比性，故而可将 yj 作为 i 未进

行财政体制改革的估计量，即“反事实”值，因而，i
的实际结果变量与“反事实”之差则可度量个体 i
的处理效应，类似地，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中的每位

个体均进行如此匹配，然后对其处理效应进行平

均，即可得到匹配估计量．
表 1 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均值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sample mean between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变量

处理组( 直管县) 控制组( 非直管县)

2002 年

( 事前时点)

2007 年

( 事后时点)

2002 年

( 事前时点)

2007 年

( 事后时点)

人均财政总收入 /元 577． 254 3 1 639． 424 0 705． 103 5 1 868． 385 0

人均本级财政收入 /元 248． 282 2 617． 323 4 222． 209 8 558． 417 7

人均转移支付 /元 297． 210 7 934． 081 7 473． 826 9 1 251． 082 0

财政总收入占 GDP 比重 0． 100 5 0． 141 7 0． 251 1 0． 189 6

财政总支出占 GDP 比重 0． 095 3 0． 133 6 0． 249 4 0． 182 7

人均财政总支出 /元 549． 502 9 1 552． 701 0 701． 252 9 1 800． 76 4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0． 306 5 0． 263 9 0． 336 3 0． 279 4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 417 9 0． 402 5 0． 406 3 0． 393 2

城镇化率 0． 209 0 0． 217 7 0． 182 6 0． 198 9

城乡人均年末储蓄余额 /元 3 639． 363 0 7 197． 330 0 3 619． 516 0 6 403． 175 0

人均粮食产量 /吨 0． 558 8 0． 688 3 0． 440 1 0． 514 0

样本量 191 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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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如下 logit 模型，并将相关变量均纳

入方程，从而预测各县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改革的概率，即倾向得分

logit( treati = 1) = β0 + β1Xi + εi ( 4)

其中 treati 是个虚拟变量，如果某县在 2004 年 ～
2007 年之间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那

么其值为 1，否则为 0; Xi是一组可能影响“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概率的解释变量，包括财政总

收入占 GDP 比重、财政总支出占 GDP 比重、人均

财政总支出( 元)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第二产

业占 GDP 比重、城乡人均年末储蓄余额( 元) 、城
镇化率及人均粮食产量( 吨) ．

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有不同的方法，为了

降低偏差，确保匹配的精确性，故本文选取一对一

匹配法，即在控制组所有样本中为处理组中的每

一个体找到一个配对个体，在控制变量数据给定

的情况下，配对成功的个体进行财政体制改革的

概率最为近似，在匹配结果中，处理组与控制组的

样本数量相同．
3． 3． 2 平衡性检验

在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后，为了确保匹配质量较高，需进行平衡性检验，

以有效校正选择偏差． 平衡性条件要求处理组和

控制组的解释变量以及倾向得分的分布不存在系

统性差异． 换言之，匹配后的样本应满足条件独立

分布的假设条件，即财政体制改革对其是条件随

机且外生的． 可通过对比分析处理组和控制组匹

配前后各匹配量的标准偏差进行平衡性检验，标

准偏差越小，匹配效果越好，因而本文根据处理组

和控制组均值差异的 t 检验以及匹配前后标准化

偏差减少的程度，同时根据整体评价标准，匹配后

logit 倾向得分模型的 Ｒ2 以及解释变量的联合显

著性检验( LＲ 检验) ，对匹配质量进行整体平衡

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及平衡性检验

Table 2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results and balancing test

变量
Logit 倾向

得分模型i 样本

均值差检验 标准化偏差检验

处理组

均值

控制组

均值
t 检验ii 标准化

偏差( % )
偏差降幅

( % )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7． 381 9＊＊＊

( 3． 15)

匹配前 0． 121 1 0． 220 3 － 0． 97( 0． 333) － 7． 0

匹配后 0． 121 1 0． 115 2 1． 30( 0． 194) 0． 4
94． 0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 10． 259 0＊＊＊

( － 4． 18)

匹配前 0． 114 4 0． 216 1 － 0． 99( 0． 321) － 7． 2

匹配后 0． 114 4 0． 109 0 1． 26( 0． 208) 0． 4
94． 7

人均财政总支出 /元
－ 0． 000 1＊＊

( － 2． 05)

匹配前 1 051． 1 1 251 － 2． 84( 0． 005) － 16． 8

匹配后 1 051． 1 1 091 － 0． 55( 0． 585) － 3． 3
80． 1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 0． 141 2
( － 0． 40)

匹配前 0． 285 2 0． 307 9 － 3． 02( 0． 003) － 17． 5

匹配后 0． 285 2 0． 274 9 1． 14( 0． 255) 7． 9
54． 7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 120 8
( 0． 870)

匹配前 0． 410 2 0． 399 8 0． 16( 0． 870) 1． 2

匹配后 0． 410 2 0． 414 9 － 0． 20( 0． 845) － 0． 5
54． 5

城镇化率
0． 775 9＊＊＊

( 3． 48)

匹配前 0． 213 4 0． 190 8 2． 59( 0． 010) 16． 1

匹配后 0． 213 4 0． 217 5 － 0． 39( 0． 699) － 3． 0
81． 6

城乡人均年末

储蓄余额 /元
1． 05 × 10 －6

( 0． 12)

匹配前 5 418． 3 5 011． 3 1． 33( 0． 183) 7． 6

匹配后 5 418． 3 5 641． 4 － 0． 67( 0． 504) － 4． 2
45． 2

人均粮食产量 /吨
0． 461 5＊＊＊

( 5． 64)

匹配前 0． 623 5 0． 477 1 7． 07( 0． 000) 34． 5

匹配后 0． 623 5 0． 597 9 0． 75( 0． 452) 6． 0
80． 1

常数项
－ 0． 997 2＊＊＊

( － 6． 61)

样本( 联合检验) 伪 Ｒ2 LＲX2 p ＞ X2

匹配前 0． 068 147． 40 0． 000

匹配后 0． 003 3． 56 0． 895

样本量 2 58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及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i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ii括号内为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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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中 logit 模型的估算结果可知，大部分解

释变量对改革实施的概率均具有显著影响． 由图 1
可知( 图中纵坐标表示各变量) ，匹配后，所有变量的

标准偏差均下降了一定幅度，且标准化偏差均小于

7． 9%．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和财政支出占 GDP 比

重这两个变量在匹配之后，其标准化偏差仅为

0. 4%，相对于匹配前，分别下降了 94． 0%和 94． 7%．
此外，匹配后样本的 Ｒ2很小，解释变量联合显著性检

验的 p 值很大． 综上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

存在显著差异，两组解释变量分布具有一致性．

图 1 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Fig． 1 Standard bias across variables

3． 3． 3 共同支撑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要求在变量的每个取值上必须

同时存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个体，即共同支撑假

设，这是进行匹配的前提条件，该假设保证了处理

组和控制组具有相同的倾向得分取值范围． 为了

提高匹配质量，通常仅保留处于倾向得分共同支

撑域的个体，因为非参数匹配法必须在共同支撑

域才有效． 因而，在估计财政体制改革的平均处理

效应之前，需检验共同支撑假设，将处理组和控制

组中倾向得分靠近两个尾端的的个体进行剔除，

以确保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存在较大的共

同取值范围． 使两组中倾向得分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相同，这样做，虽然减少了一定的样本量，但却

很好地提高了倾向得分的匹配质量．
从图 2 可直观地看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

向得分取值均处于共同支撑领域，因而，倾向得分

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中存在足够大的重叠区域，满

足共同支撑假设，可确保平均处理效应的准确性

及代表性．

图 2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Fig． 2 Common range of propensity scores

3． 3． 4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匹配后的样本满足倾

向得分条件独立假定及共同支撑假定，可有效校

正选择偏差，此外，倾向得分匹配可估算出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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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倾向得分，并为每个样本赋予了权重，据此从

全部样本中找到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的样本，即

处理组中共有 382 个样本，在剩余的 2 202 个控

制组中根据倾向得分匹配法找到 382 个样本进行

匹配，再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计算处理组和与其

匹配的控制组每个个体的前后变化以消除其自身

变化趋势，然后将这两项再次进行差分即可获得

财政体制改革的净效应． 表 3 报告了基于 PSM-
DID 方法 的“省 直 管 县”财 政 体 制 改 革 的 政 策

效应．
表 3 分别列示了利用 PSM-DID 方法和 OLS

回归方法检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

级财力水平影响效应． PSM-DID 方法估计了各结

果变量处理组和与之匹配的控制组在财政体制改

革前后的变化以及这两项的再次差分即平均处理

效应． 可以看出，经过“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后，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了 17. 842 元，财政总收

入主要由本级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组成，虽然人

均本级财政收入增加了 79. 328 元，但由于人均转

移支付下降了 97. 171 元，从而导致人均财政总收

入减少，但其下降幅度并不大． 由于财政总收入减

少主要由转移支付引致，所以有必要具体地分析

一下转移支付减少的原因． 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

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 由表

3 可知，除了人均税收返还小幅增加之外，其余两

项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减少现象，其中人均财力性

转移支付下降幅度最大，减少了 77. 432 元，是导

致转移支付减少的主要原因．
表 3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

Table 3 Effect of the reform of“County Administrated by Province”

结果变量

PSM-DID 方法

改革前 改革后

处理组 控制组
处理组与

控制组差分
处理组 控制组

处理组与

控制组差分

平均

处理效应

OLS 估计

人均财政

总收入 /元
87． 011 76． 379

10． 632*

( 1． 76)
93． 004 100． 214

－ 7． 211

( 0． 84)

－ 17． 842*

( 1． 68)

12． 213＊＊＊

( 2． 77)

人均本级

财政收入 /元
70． 605 26． 958

43． 647＊＊＊

( 2． 88)
231． 263 108． 288

122． 975＊＊＊

( 3． 22)

79． 328*

( 1． 95)

91． 933＊＊＊

( 4． 23)

人均转移

支付 /元
16． 406 49． 421

－ 33． 015＊＊

( － 2． 15)
201． 292 331． 477

－ 130． 185＊＊＊

( 3． 35)

－ 97． 171＊＊

( 2． 36)

－ 79． 720＊＊＊

( － 3． 65)

人均税收

返还 /元
68． 285 53． 539

14． 747*

( 1． 85)
－ 11． 366 － 28． 894

17． 528＊＊＊

( 2． 70)

2． 782

( 0． 27)

13． 742＊＊

( 2． 50)

人均财力性

转移支付 /元
－ 83． 446 － 36． 605

－ 46． 842＊＊＊

( － 3． 58)
81． 691 205． 964

－ 124． 273＊＊＊

( 4． 68)

－ 77． 432＊＊

( 2． 56)

－ 96． 680＊＊＊

( － 5． 51)

人均专项

转移支付 /元
－ 31． 567 － 32． 487

－ 0． 920

( － 0． 08)
130． 966 154． 407

－ 23． 441

( 1． 04)

－ 22． 521

( 0． 87)

3． 217

( 0． 24)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 及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采用 PSM-DID 方法 与 OLS 估计所得结果存

在较大差异． 这是因为，PSM-DID 方法存在两个

重要假设，即平衡性假设与共同支撑性假设． 其

中，平衡性假设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解释变量

及倾向得分的分布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即两组样

本在各维度上基本相似，确保财政体制改革是条

件随机且外生的; 共同支撑性假设要求在变量的

每个取值上必须同时存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个

体，该假设保证了两组样本具有相同的倾向得分

取值范围，即两组样本要在整体上具有相似特征．

以上两个假设前提能够很好地提高处理组和控制

组的匹配质量，有效校正选择偏差． 而 OLS 估计

是对所有样本进行回归，由于处理组和控制组中

的某些样本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无法有效控

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从而无

法保证两组样本具有相似特征，进而难以较为准

确地找到处理组的“反事实”结果，即“假如某县

未进行财政体制改革的财力水平”，这会导致估

计结果存在偏差，故 OLS 估计结果不可信． 根据

PSM-DID 方法所得实证结果，“省直管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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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收入结构具有明显效应，

尤其是对转移支付及其组成部分，而转移支付

的显著减少是财政总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财

政体制改革虽然减少了政府层级，在一定程度

上或许可以减少市级政府截留县级财政收入的

可能性，但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省将县纳

入直接管理，致使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由之前

的上下级关系转变成为平等关系，强化其财政

竞争关系，争夺由省政府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

其二，财 政 体 制 改 革 拓 宽 了 省 级 管 理 幅 度，对

市、县财政很难做到统筹兼顾，可能会削弱两级

之间的协调机制，这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3． 3． 4 影响机制检验

经实证分析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前文指出，有可能是因

为，财政体制改革后，省将县直接纳入管理，省对

县和地级市财政进行平级化管理，财政竞争主体

数量增加，可能会加剧县级财政之间或县级与地

级市财政之间的竞争关系． 为了检验该影响机制，

根据 2007 年所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的总数量，将

处理组进行分类． 经统计，2007 年，吉林省管辖的

地级市和省直管县共有 41 个，安徽省管辖了 74
个，江苏省和湖北省分别为 65 个和 68 个． 将处理

组分为两组: 一组是管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数量

较少的吉林省，另一组为管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

数量较多的安徽省． 若上述竞争机制成立，则对于

管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较少的改革省份而言，改

革对于县级财力的弱化作用较小或有可能使其增

加，而管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较多的改革省份可

能因财政横向竞争加剧而致使县级财力受损． 基

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样本，引入虚拟变量 p1 ( 若省

份为吉林，则 p1 = 1，否则为 0) 和 p2 ( 若省份为安

徽，则 p2 = 1，否则为 0) ，并分别将 p1、p2 与政策

虚拟变量 treati的交互项纳入双重差分模型，所得

人均财政总收入的平均处理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4 Ｒesult of influence mechanism test

样本组
平均处理效应

人均财政总收入 /元 人均本级财政收入 /元 人均转移支付 /元

竞争机制

检验

所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数量较少的

改革省( 吉林)
61． 790* ( 1． 93) 31． 784( 0． 43) 30． 006( 0． 37)

所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数量较多的

改革省( 安徽)
－ 16． 479( 1． 35) 43． 610( 1． 45) － 65． 613* ( 1． 88)

协调机制

检验

隶属于或与省会城市接壤的省直管县 51． 431＊＊＊ ( 3． 56) 65． 040( 1． 05) － 13． 610( 0． 21)

未处于省会城市周边的省直管县 － 13． 017( 1． 33) 29． 701( 0． 81) － 42． 717( 1． 12)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 及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此外，财政体制改革会增加省级政府的管理

幅度，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很难对所有管辖市、
县统筹兼顾，可能削弱省级政府的协调机制，从而

影响财政体制改革效果． 为了验证该影响机制是

否成立，可将处理组的样本分为两组: 一组是隶属

于或与各省省会城市接壤、毗邻的省直管县，另一

组是未处于省会城市周边的省直管县． 如果省政

府与省直管县的距离比较近，那么省政府会比较

了解这些县的信息，便于进行政策协调与监督，能

够及时弥补县级财力不足，因而财政体制改革可

能会提升这些县的财力水平． 此处同样引入两个

虚拟变量 p3( 若省直管县隶属于或与省会城市接

壤，则 p3 = 1，否则为 0) 和 p4 ( 若省直管县未处于

省会城市周边，则 p3 = 1，否则为 0 ) ，并分别将

p3、p4 与政策虚拟变量 treati的交互项纳入双重差

分模型，所得人均财政总收入的平均处理结果如

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对于竞争机制检验，改革

使所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数量较少的省份提高了

人均财政总收入，而对所辖地级市和省直管县数

量较多的省份的人均财政总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

为负，表明地级市与县以及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

争确实会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对于协调机制的检验，改革对隶属于或与省

会城市接壤省直管县的人均财政总收入具有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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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非省会周边省直管县的人均财政总收入的

平均处理效应为负，说明财政信息不对称会在一

定程度上会削弱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进而影

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
综上所述，竞争机制和协调机制均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而由于改

革对各组样本的人均转移支付均具有显著影响，

说明转移支付是影响县级财政总收增、减的主要

因素，若想提高县级财力水平，省级政府应加大对

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水平．
3． 4． 5 稳健性检验

本节通过细分样本对上述财政体制改革平均

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所

得结论的可靠性．
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

置，可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及西部

三大经济地区． 本文选取的处理组中，既有位于东

部地区的江苏省，又有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湖北省

和吉林省，这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其中，东部地区工农业基础雄厚，技术力量较强，

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中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 转移支付是平衡经

济发展和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其支出规模

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因而，本文

尝试分别将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及位于中部地

区的安徽、湖北、吉林作为两个处理组，分别将其

他东、中部省份作为控制组，比较分析不同区域财

政体制改革的平均处理效应．
本节的分析步骤类似于上述做法，利用 logit 模

型估算倾向得分，对匹配结果进行平衡性和共同支

撑性检验，最后再利用双重差分法得到不同区域财

政体制改革的平均处理效应，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 5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s

地区
人均财政

总收入 /元
人均本级

财政收入 /元
人均转移支付 /元

人均税收
返还 /元

人均财力性
转移支付 /元

人均专项
转移支付 /元

样本数

东部
－ 7． 390
( 0． 59)

219． 413＊＊＊

( 3． 83)
－ 226． 803＊＊＊

( 3． 94)
14． 389
( 0． 60)

－ 183． 727＊＊＊

( 4． 63)
－ 57． 465*

( 1． 74)
204

中部
－ 4． 407
( 0． 54)

38． 967＊＊

( 2． 04)
－ 43． 374＊＊

( 2． 11)
－ 0． 962
( 0． 14)

－ 57． 395*

( 1． 77)
14． 983
( 0． 49)

56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 及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 5 显示，与全国的主回归结果类似，“省直

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东、中部地区人均财政总

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均为负，但其减少幅度均不

大，对人均本级财政收入的影响为正，对人均转移

支付的影响则为负，此外，改革对东、中部地区人

均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影响均为负且显著，且东部

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大于中部地区，表明“省直

管县”的实施效果依赖于改革实施之前该地方发

展的初始条件．
由此可知，无论是基于全国还是分地区考虑，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

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级政府的财政状况． 虽然本

级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转移支付的减少，致

使财政总收入水平下降．

4 结束语

本文以全国 1 292 个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

利用 PSM-DID 方法，从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评

估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 研究

表明，1)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恶化了县级财力水平，具体来讲，财政体制改革使

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了 17． 842 元，财政总收入主

要由本级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组成，虽然人均本

级财政收入增加了 79． 328 元，但由于人均转移支

付下降了 97． 171 元，从而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

少，但其下降幅度并不大． 而人均财力性转移支付

则是转移支付减少的主要原因． 2) 通过对改革影

响机制的检验，表明地级市与县以及县之间的财

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3) 根据稳健性分

析结果，无论是基于全国还是分地区考虑，“省直

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各个结果变量的影响效应

比较类似，表明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县

级财力总水平． 此外，东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大

于中部地区，表明“省直管县”的实施效果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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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施之前该地区的初始条件．
本文认为县级财力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加强了地方政府利益

主体地位，使其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都想方设

法扩大自身财力资源，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政

府之间资源和资金的争夺，其中县与地级市之间

的竞争最为激烈，虽然财政体制改革赋予县级政

府极大的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级市对县

级政府的制约和过分干预，增强了县级财政的主

动性，但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财政竞争关系． 此

外，虽然省对县进行了直接管理，但由于省的管理

幅度大大增加，财政压力加剧，很难做到统筹兼

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

果． 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建立与“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配套的“省———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成省、县财政资金的无缝对接，为县级政府提供

财力保障，缓解其财政困境; 其次，进一步理顺、协
调好省、市、县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各级事权

与财权，相互配合、支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此

外，需综合考虑各地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循序渐

进地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且要与相关措施及配套

制度进行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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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reform of“Province-Managing-County”improve a county fiscal revenue?

LIU Zhi-hong1，WANG Yi-ming2*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

China;

2．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of“Province-Managing-County”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based on national county panel data，constructs the“counterfactual”state by using the PSM-DID method
that can effectively correct the selection bias problems，and assesses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reform
on the county government fiscal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increases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but reduces per capita transfer payment; the decline is relatively large，thus lead to
a decrease in per capita total fiscal revenue． Hence，the reform of“Province-Managing-County”not only fails
to improve，but to some extent worsens a county’s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in the 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whole nation，and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robust． In addition，a
test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is conducted． The fiscal competition between a prefecture-level city and a coun-
ty、between counties，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province to cities and counties all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Province-Managing-County; county fiscal revenue; transfer payment; PSM-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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